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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率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

———基于城市化和信息网络技术的视角

李　捷，余东华

摘　要：农业生产率提升，释放出的农业劳动力优化了产业结构，可以称之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

那么这是否也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呢？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城市化和信息网络技术对此又会施加怎

样的额外影响呢？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一般均衡模型，

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当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当期制造业转型升级；其次，若考虑城市规模的影响，

当城市规模较小时，当期农业生产率提升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正向的，反之影响不为正；再次，若考

虑信息网络技术的影响，当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水平超过临界值时，当期农业生产率提升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影响为正，反之不为正。简言之，处在适当范围内的城市化和信息网络技术能够使得当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促进本地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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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双重挤压带来的重大挑战，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深入探析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意义重大。新工业革命带来了很多划时代的新技术，比如信息网络技
术，不过考虑到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网络技术大显身手尚不足三十年，因此在探究信息网络技术产
生的作用之前，本文先从农业、城镇化着手，渐次探讨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的影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口红利功不可没。本文认为，农业生

产率的提高会释放出相当数量的农业劳动力。这部分农业劳动力未尝不是另一种 “人口红利”，他
们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后备力量。Ｇｏｌｌｉｎ等［１］、徐建国等［２］肯定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产业结
构优化的积极作用。不过，农业和制造业分属的一、二产业对从业人员自身素质的要求有较大不
同，释放的农业劳动力需要经过学习、培训才能达到制造业的从业要求，并且其自身素质不同，选
择的制造业子行业也不同。因此，他们的选择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这部分农业劳动力要
步入城镇，参与到城市化的进程中，其自身选择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化的影响，随之关系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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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信息网络技术也会把触角伸向这部分刚离开田间的农业
劳动力，并影响他们提升自身素质的选择。简言之，农业生产率提升，释放出的农业劳动力优化了
产业结构，可以称之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那么农业生产率的提升是否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动力机制呢？当考虑城镇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影响时，农业生产率的提升是否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动力机制呢？为此，本文整理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除港澳台、西藏以外中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
据，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农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一般均衡模型，探究
农业生产率、城市化、信息网络技术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产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及其动力机制的文献
关于产业升级的内涵，陈羽等［３］发现学者基本是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个方面进行研

究，比如Ｐｏｏｎ［４］支持前一种观点，Ｇｅｒｅｆｆｉ［５］支持后一种观点。随后国内学者不断丰富转型升级的
内涵，孔伟杰［６］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提出企业转型升级的含义，王志华等［７］先是按要素密集度对制
造业进行分类，据此考察制造业结构，随后王志华等［８］运用技术密集化水平、重工业的高加工度化
水平、制造业的生态化水平、高附加值化水平和规模化水平等七个指标衡量了江苏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成效。李廉水等［９］从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能源节约能力、环境保护能力和社会服务能
力等五个维度构建的制造业新型化实质上也是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内涵的进一步丰富。余东华等［１０］

添入了生产智能化这一维度，进一步拓展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涵。
关于产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一是需求侧方面，代表研究有 Ｍｕｒｐｈｙ等［１１］、Ｅｃｈｅｖ－

ａｒｒｉａ［１２］、Ｌａｉｔｎｅｒ［１３］、Ｈｏｒｉ等［１４］，强调了消费、产品需求在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二是供给侧方
面，代表有Ｎｇａｉ等［１５］、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１６］、Ａｌｖａｒｅｚ－Ｃｕａｄｒａｄｏ等［１７］、杨智峰等［１８］，强调了全要素生
产率、要素密集程度在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二）关于农业生产率与产业、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的文献

Ｋｅｌｌｅｙ等［１９］和张培刚［２０］较早认识到农业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Ｇｏｌｌｉｎ等［１］肯定
了农业生产率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中心作用，认为农业生产率提高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从而为
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储备，工业产出与农业产出之比逐步拉大。叶琪［２１］、程名望等［２２］初步探
讨了产业结构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双向关系。徐建国等［２］针对过往文献要么仅探讨农业部门如何促
进非农部门结构转型，要么仅探讨非农部门如何促进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的局限，将文章的着力点
放到农业生产率提升如何推动工农业联合发展。

（三）关于城镇化与产业、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的文献
有关城镇化与产业、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的文献，一派肯定城镇化对结构转型升级的正面

影响，另一派否定城镇化对结构转型升级的正面影响。就第一派而言，Ｍｉｃｈａｅｌ等［２３］认为城镇化通
过助力技术创新优化了本地区的产业结构。蓝庆新等［２４］发现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产业升
级较快，反之亦然。黄亚捷［２５］认为东部地区城镇化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小于中、西部地区。陈
曦等［２６］发现当城镇化水平低于３６．２６％时；城镇化的发展会推动本地区制造业份额的提升，产业结
构得到优化，并且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门槛值渐次升高。孙叶飞等［２７］

认为新型城镇化通过选择效应提高了企业生产率、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就第二派而言，Ｈｏｐｅ［２８］

认为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较低，难以通过城镇化推动产业升级，Ｆａｒｈａｎａ［２９］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城镇
化率超过某一数值时，“丰收贫困”陷阱将不利于产业升级。此外，Ｈｏｆｍａｎｎ等［３０］、柯善咨等［３１］

反向探讨了产业结构变动对城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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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信息网络技术与产业、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的文献
本文探讨的信息网络技术指的是新工业革命浪潮带来的信息网络技术，即贾根良［３２］提出的代

表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半部分的信息和远程通讯等新技术。陈国亮等［３３］发现互联网推动了二、三产
业空间非一体化发展，李捷等［３４］认为技术、资本密集型厂商和劳动密集型厂商在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时对信息网络技术利用程度的差距会驱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还有的研究可以看作是探讨信息网
络技术对产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间接影响，比如刘湖等［３５］认为互联网发展提升了中国农村居民
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郭家堂等［３６］的研究发现互联网能够显著促进中国技术进步和属于技术进步
推动型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魏守华等［３７］认为网络经济时代下，部分服务部门运输成本的降低会
产生多中心聚集的城市空间结构，从而提高城市生产率。还有的研究虽未提到信息网络技术，但是
研究了包含信息产业或邮电通信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或转型升级的影

响［３８］［３９］［４０］［４１］。
综上，前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大多是分别研究农业生产率、城镇化、信息网络技术

与产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将这四个问题结合起来深入探讨的文献比较少。已有研究认识到
农业生产率提高释放出大量农业劳动力，并证明了这部分释放的农业劳动力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
作用，即劳动力数量的提升可以看作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机制，不过忽略了这部分释放出来的农
业劳动力并不一定具备从事更高端职业的人力资本或素质，而且这部分农业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并
不是无成本和自愿的，也就是说释放出的农业劳动力与更高端职业存在一定的匹配差异性。那么，
该匹配差异如何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城镇化和信息网络技术又如何通过影响该匹配差
异，来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这构成本文研究的重点。

三、理论假说

（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人口的释放与制造业对释放劳动力的选择性吸纳
本部分参考Ｇｏｌｌｉｎ等［１］、徐建国等［２］的研究，先构建一个包含农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

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描绘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如何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农
业劳动力转移又如何影响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即简析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作
用。该模型的创新点在于着重考虑农业劳动力与制造业所需劳动力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制造业
对释放农业劳动力的选择性吸纳。
首先假设存在一个无限存活期的代表性家庭，该家庭的效用水平与消费的农产品 （Ｎｔ）、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产品 （Ｑ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 （Ｚｔ）有关，该家庭的终身效用函数为：

∑
∞

ｔ＝０
β
ｔ　Ｕ（Ｑｔ，Ｚｔ，Ｎｔ） （１）

该家庭ｔ期效用函数为：

Ｕ（Ｑｔ，Ｚｔ，Ｎｔ）＝
ｌｏｇ（Ｑｔ＋Ｚｔ）＋珡Ｎ　ｉｆ　Ｎｔ＞珡Ｎ
Ｎｔ　　　　　　 　ｉｆ　Ｎｔ≤珡烅
烄

烆 Ｎ
（２）

其中，珡Ｎ 代表农产品的餍足点，消费者有能力消费珡Ｎ 以上的农产品时，才可以继续消费制造
业产品。若家庭农产品消费Ｎｔ大于珡Ｎ，那么就会有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
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ＹＮｔ＝ＡＮＬＮｔ （３）
其中，ＹＮｔ是ｔ期的农业部门产出，ＡＮ 是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ＬＮｔ是农业部门劳动

力。此外，假设劳动力总数Ｌ不变，可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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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ＬＮ　ｔ＋ＬＱ　ｔ＋ＬＺ　ｔ （４）
其中，ＬＱ　ｔ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力，ＬＺ　ｔ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力。根据农产品仅

可用于消费这一条件，得出市场的均衡条件为：

ＡＮＬＮ　ｔ＝珡ＮＬ＝珡Ｎ （ＬＮ　ｔ＋ＬＱ　ｔ＋ＬＺ　ｔ） （５）

从而得到非农部门即制造业劳动力的数量：

ＬＱ　ｔ＋ＬＺ　ｔ＝Ｌ　１－
珡Ｎ
Ａ（ ）Ｎ （６）

由公式 （６）可见，随着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ＡＮ 的提高，转移出的农业劳动力会增加，

Ｇｏｌｌｉｎ等［１］、徐建国等［２］也验证了这一点，在本文还有一个含义：制造业吸纳的劳动力会随着农业
部门全要素生产率ＡＮ 的提高而增加，制造业的产出也会随着吸纳劳动力的增加而增加。
本文假设农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需要不同素质的劳动力，农业所

需劳动力素质最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需劳动力素质较高，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所需的劳动
力素质最高。较低素质劳动力不可以进入需要较高素质劳动力的行业，但是其可以通过培训、学习
等方式转换为较高素质劳动力，进入相应行业。较低素质劳动力参加培训、学习不仅需要耗费时
间，还需要耗费金钱，并且素质提升程度越高，所耗费的时间、金钱越多。本文据此得出家庭的预
算约束方程组：

（１）当Ｎｔ≤珡Ｎ 时，预算约束方程是：

Ｎｔ≤ＡＮ （７）
（２）当Ｎｔ＞珡Ｎ 时，预算约束方程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农业劳动力选择不提高自身素质：

ＰＮ珡Ｎ＋ＰＱＱｔ＋ＰＺＺｔ＋ｓｔ≤Ｗｔ＋ｒｔｓｔ－１ （８）

第二种情况是农业劳动力选择提高自身素质至较高水平：

ＰＮ珡Ｎ＋ＰＱＱｔ＋ＰＺＺｔ＋ＭＱ＋ｓｔ≤Ｗｔ＋ｒｔｓｔ－１ （９）

第三种情况是农业劳动力选择提高自身素质至最高水平：

ＰＮ珡Ｎ＋ＰＱＱｔ＋ＰＺＺｔ＋ＭＺ＋ｓｔ≤Ｗｔ＋ｒｔｓｔ－１ （１０）

其中，ＰＮ、ＰＱ、ＰＺ 分别是农产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
价格；Ｗｔ是农业部门的工资；ｒｔ是真实利率；ｓｔ 是储蓄；ＭＱ、ＭＺ 分别是农业劳动力选择提高自
身素质至较高水平、最高水平所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本文把时间成本折算为货币形式，

其原因在于该劳动力可以把参加培训、学习的时间用于工作来赚取更多的收入，故ＭＱ＜ＭＺ。由公
式 （８）、（９）、（１０）可见，农业劳动力提高自身素质需要花费一定成本，自身素质提高越多，花费
的成本也越多，该部分成本是以降低家庭消费和储蓄为代价的。杜森贝利 （Ｄｕｅｓｅｎｂｅｒｒｙ）提出的
棘轮效应认为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因此农业劳动力不会无原因的降低自身消费、储蓄，他们
可能面临就业、养家糊口等压力被动降低自身消费、提升自身素质，也可能有着追求未来更好生活
的进取心主动降低自身消费、提高自身素质。降低消费会让农业劳动力立即感觉到负效应，提升自
身素质带来的改善却是未来的、一时难以察觉的，因此农业劳动力提高自身素质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非一蹴而就，大部分农业劳动力选择有限度的提升自身素质，仅达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要求的
水平。所以当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吸纳的劳动力会多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导致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出之比上升。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１：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当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会引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产出之比上升，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程度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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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生产率、城市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
城市规模扩大意味着要素越来越多地聚集在城市或城市周边，从而产生正的外部效应，本文将

其总结为规模经济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和消费满足效应。首先，就规模经济效应而言，新经济地理
理论认为厂商选址会倾向于市场需求较大的地区，越来越多的厂商因此而聚集，实现规模经济效
益。其次，就技术外溢效应而言，如果城市和城市周边聚集的厂商数量越多，那么知识更容易在厂
商间、城市中扩散，从而增多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的机会。最后，就消费满足效应而言，王宁［４２］

提出以地方质量 （舒适物系统）为核心的地方消费主义，并基于Ｃｌａｒｋ等［４３］和Ｇｌａｅｓｅｒ等［４４］的观
点，将舒适物分为自然舒适物、人造舒适物、市场消费舒适物和社会舒适物。尽管城市在自然舒适
物方面的优势不及乡村，但是在人造舒适物、市场消费舒适物和社会舒适物却有较大的优势，从而
满足劳动力的某些需求。
当期农业生产率提高会释放出农业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自身素质较低，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

三个效应会影响其提升自身素质的选择。若某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越高，则该企业的经营状态越
好，就越有余力培训劳动力提高自身素质，劳动力的自身花费相应降低，提升自身素质的积极性相
应提高。若某地区技术外溢效应越强，那么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的花费相对较低，从而有利于保证
自身生活消费水平的下降幅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提升自身素质的积极性相应提高。若地区的舒
适物尤其是人造舒适物、市场消费舒适物和社会舒适物越多，那么劳动力维持生活消费的成本越
低，他们会有更多的余力提升自身素质，积极性也会相应提高。
不过城市规模不同，带来的效应水平也不同，从而会引起这部分劳动力做出不同的选择。当城

市规模较小的时候，在城市生活的各项成本处在合理的范围内，与此同时，城市规模扩大对农业劳
动力提升自身素质的推动作用逐步提高，因此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选择提升自身素质至最高水
平，从而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用之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
速度会超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有利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当城市规模越过门槛值时，
三个效应对农业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的推动作用最强，但是此时在城市的生活压力也很大，两种作
用相互抵消，选择提升自身素质至最高水平的农业劳动力未必会占大多数，梁婧等［４５］发现城市规
模与劳动生产率呈显著的倒Ｕ型关系，验证了本文这一观点。此时当期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不一定
有利于本地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说２：在城市规模较小的阶段，当期农业生产率提升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正向的，当

城市规模过大时，影响不再是正向的。
（三）农业生产率、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
伴随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而来的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主要影响是信息传输的成本下降、效

率提高。对于劳动力来说，有助于其以更低的成本获取知识，有助于知识外溢效应的产生，同时借
助网络，通过远程购物等方式更方便地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消费满足效应相应增加；对于企业来
说，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交流沟通变得更加高效，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效率得到提升，从而有余
力为劳动力提供提升自身素质的机会。本文认为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部分类似于城市规模
扩大带来的聚集效应，其相异之处有两点，一是在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历程中，往往出现下列情
况，当信息网络技术水平超过某个临界点时，信息网络技术产生的影响才可能会出现几何级数的扩
大；二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基本不会加重农业劳动力的生活成本，相反网络技术、电商平台的发
展降低了其生活成本。
因此当信息网络技术超过某个临界点时，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对农业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的推动

作用足够大，选择提升自身素质至最高水平的农业劳动力占比较高，当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才有利
于本地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当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水平较低时，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对农业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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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身素质的推动作用较小，当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一定有利于本地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据
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说３：当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水平超过临界值时，当期农业生产率提升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

响为正，反之不为正。
综上，当期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不利于当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但是规模适度的城市化水平和较

高发展水平的信息网络技术会降低农业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的机会成本，促使其尽可能提升自身素
质，从而使得当期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促进当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期农业生产
率的提升反而不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情况。相比于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某些弊端，信息网络技术
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较少；相比于扩大城市规模时所面临的地理空间等某些因素的限制，信息网
络技术发展所面临的地理空间限制也较小。因此，对于某些后发地区来讲，提高本地区的信息网络
技术水平是较优的选择。

四、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理论模型
为了检验假说１，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ｚｘｓｊｉｔ＝α０＋α１ｎｙｓｃｌｉｔ＋ΣＣＯＮＴＲＯＬ＋ε （１１）
其中，变量下标ｉ代表省份，ｔ代表时间，ｚｘｓｊ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程度，ｎｙｓｃｌ指农业生产

率。控制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有３个，分别是：ｇｄｐｚｚ指短期经济增长率，本文的短期指１年，计算
公式为ｇｄｐｚｚｉｔ＝ｌｎ （ｇｄｐｉｔ／ｇｄｐｉｔ－１）／１，ｇｄｐ为人均ＧＤＰ；ｈｊ 为环境规制强度，用废水和废气治
理运行费用与制造业总产值之比来表示；ｚｆｊｒ指政府介入经济程度，为地区政府消费额占ＧＤＰ的
比例。
为了检验假说２，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ｚｘｓｊｉｔ ＝α０＋α１ｎｙｓｃｌｉｔ＋α２ｃｓｈｉｔ·１（ｃｓｈｉｔ ＜β１）＋α２ｃｓｈｉｔ·１（ｃｓｈｉｔ ≥β１）＋ΣＣＯＮＴＲＯＬ＋ε（１２）
其中，ｃｓｈ指城市化水平，即城镇化率，为城镇人口与总人数之比；β１ 和β２ 是两个门槛值。控

制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有３个，分别是：ｈｊ；ｌｓｓｒ指零售收入，为人均消费品零售额与人均名义收入之
比；ｇｑｂｚ指国有经济发展水平，为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与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之比。
为了检验假说３，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ｚｘｓｊｉｔ ＝α０＋α１ｎｙｓｃｌｉｔ＋α２ｘｘｊｓｉｔ·１（ｘｘｊｓｉｔ＜γ１）＋α２ｘｘｊｓｉｔ·１（ｘｘｊｓｉｔ≥γ１）＋ΣＣＯＮＴＲＯＬ＋ε
（１３）

其中，ｘｘｊｓ指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水平；γ１ 为门槛值。控制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有３个，分别是：

ｈｊ；ｌｓｓｒ；ｄｗｋｆ指对外开放程度，为进出口总额与ＧＤＰ之比。
（二）主要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ｚｘｓｊ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程度。关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含义，本文认为是制造业结构从劳动
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出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出
之比上升。参考李捷等［３４］的方法，该变量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出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
出之比衡量。

ｎｙｓｃｌ指农业生产率。本文参考徐建国等［２］的衡量方法，选取劳均农业增加值和劳均农业总产
值衡量农业生产率。关于乡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据的寻取，徐建国等［２］从 《新中国农业六十年统
计资料汇编》获取了２００８年之前的数据，通过 《中国统计年鉴》获取了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的数据，
本文为了让数据更为连贯，选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家数据资料库里展示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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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数据，起止时间为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２年，为了保持一致，其他数据的起止时间也是

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２年。由于无法获得乡村农业从业人口数据，因此用乡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数据代指
之。以农业增加值和农业总产值除以乡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即可得到劳均农业增加值和劳均农业总
产值，单位分别是万元／人和万元／人。

ｘｘｊｓ指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水平。参考李捷等［３４］的观点，信息网络技术以智能化、数字化为特
征，其应用包含计算机软硬件、网络通讯技术等诸多工具，因此从互联网应用建设水平和信息产业
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构建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指标。由于该指标所含子指标数量较多，选取熵权法来确
定各子指标的权重，具体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信息网络技术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单位 指标属性

互联网应用建设 光缆建设水平 长途光缆皮长／国土面积 ｋｍ／ｋｍ２ 正向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移动电话交换机根据一定话务模型和交换机处理能力计

算出来的最大同时服务用户的数量

万户 正向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指用于接入互联网用户的各类实际安装运行的接入端口

的数量，包含ｘＤＳＬ用户接入端口、ＬＡＮ接入端口、其

他类型接入端口等，不含窄带拨号接入端口

万个 正向

互联网用户比重 互联网上网人数／总人数 ％ 正向

信息产业发展 电子信息制造业的

国际竞争力

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出口交货值／出口总额 ％ 正向

信息化在商贸中的

应用程度

企业电子商务销售额／ＧＤＰ ％ 正向

ＩＴ人才储备和规模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数／总人数 ％ 正向

本文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
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国泰安ＣＳＭＡＲ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家数据资料库，缺失数
据借鉴王志刚等［４６］的平滑法补齐，起止时间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涵盖地区为除港澳台、西藏以外中
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

五、计量结果与分析

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首先对变量进行了传统的豪斯曼检验和异方差稳健的

ＤＷＨ检验，结果显示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因篇幅限制，结果不在文中显示，本文最终选用
固定效应模型。

（一）一定时期内农业生产率的提升抑制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本文对公式 （１１）进行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前两列的计量检验中不包含控制变量，后两列

的检验中包含控制变量，因此着重关注后两列的系数值。第 （２）列和第 （４）列中ｎｙｓｃｌ系数值的

Ｐ 值分别是０．１０４、０．１０１，离１０％的临界值很接近，可以认为是较为显著的，因此表２中ｎｙｓｃｌ的
系数值基本符合之前的理论分析。当用劳均农业增加值和劳均农业总产值衡量农业生产率时，当期
农业生产率提高会对当前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负面影响。其原因如前文所述，当期农业生产
率提升，会释放出一定数量的低素质农业生产力，在短时期内以及没有外界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这
部分释放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凭借自身禀赋提高自身素质至最高水平比较困难，因此大部分农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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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会选择提升自身素质至较高水平。在现代企业生产活动中，人的作用日益重要，所以高素质劳动
力的相对匮乏导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出增长相对较慢，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进程放
缓。关于控制变量的系数值，在此不再赘述。

表２　农业生产率提升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１）

劳均农业增加值

（２）

劳均农业总产值

（３）

劳均农业增加值

（４）

劳均农业总产值

ｎｙｓｃｌ －１．２３８　３＊ －０．８６１　７ －１．３３７　０＊ －０．９１７　４
（０．７０４　５） （０．５１３　４） （０．７５０　０） （０．５４１　１）

ｈｊ １．９９１　５＊＊＊ １．９９４　９＊＊＊

（０．６５４　０） （０．６４１　２）

ｇｄｐｚｚ　 ０．５２９　９＊ ０．５５７　８＊

（０．２７４　５） （０．２９２　５）

ｚｆｊｒ １．１２０　６　 １．５９１　１
（３．７８０　０） （３．７０８　５）

截距项 ３．９５６　６＊＊＊ ４．０８３　２＊＊＊ ３．３０３　８＊＊＊ ３．３５２　２＊＊＊

（０．７２０　３） （０．８０９　２） （０．９９１　８） （１．０４９　５）

Ｎ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９９　 ２９９

Ｒ２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３３　５　 ０．０３６　４　 ０．０４５　７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０９　 ２．８２　 ５３．５６　 ５０．５９

　　　 注：（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差；（２）＊、＊＊、＊＊＊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二）农业生产率、城市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
在对公式 （１２）进行检验之前，先对门槛模型的形式进行检验以确定门槛值。根据本文的理论

假设，假设门槛值为１个，随后参考余东华等［４７］的做法，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法模拟似然比统计量

２　０００次，得出门槛值和相关统计量 （如表３所示）。表中由上至下分别罗列了检验时不含控制变量
和包含控制变量的门槛值和相关统计量，所有估计结果均显著，通过了门槛效应检验。依据表３得
到的门槛值，本文对公式 （１２）进行检验 （如表４所示），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罗列了农业生产
率的衡量变量———劳均农业增加值和劳均农业总产值的系数值和相关变量。表４前两列的检验中不
含控制变量，后两列的检验中包含控制变量，因此着重关注后两列的系数值。当位于第一个门槛区
间时，第 （３）列系数值的Ｐ值是０．１２２，离１０％的临界值比较接近，因此认为是相对比较显著的。
当位于第二个门槛区间时，各列系数值皆不显著，表明农业生产率提升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非
常小。表４中各系数值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符合之前的理论假说，即在城市规模较小阶段，当期农
业生产率的提升会促进本地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当城市规模过大时，影响不再是正向的。其原因
在于城市规模会对农业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的选择产生影响，城市规模异，则选择异。关于控制变
量的系数，在此也不再赘述。

表３　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值 Ｆ值 Ｐ值 １０％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临界值

不含控制变量 劳均农业增加值 单门槛检验 ７３．８７　 １５．８６１　４　 ０．００６　０　 ２．４９１　９　 ４．３９０　９　 １１．７３０　２
劳均农业总产值 单门槛检验 ７３．８７　 １３．８８５　４　 ０．００５　５　 ２．５４８　４　 ３．９４９　９　 １１．４６３　７

含控制变量 劳均农业增加值 单门槛检验 ７３．８７　 ９．６８５　５　 ０．０１２　０　 ２．６３６　７　 ４．４５０　６　 １０．７２２　０
劳均农业总产值 单门槛检验 ７３．８７　 ８．５２３　８　 ０．０１３　０　 ２．７３１　２　 ４．０３９　２　 ９．２６７　７

　　 注：Ｐ值和临界值均为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助法重复抽样２　０００次得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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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门槛回归结果

门槛区间

（１）

劳均农业增加值

（２）

劳均农业总产值

（３）

劳均农业增加值

（４）

劳均农业总产值

不含控制变量 含控制变量

ｎｙｓｃｌ（ｃｓｈｉｔ＜β１） ０．４８９　２＊ ０．３８２　９＊＊ ０．４５９　９　 ０．３６２　８＊＊

（０．２５３　４） （０．１７０　７） （０．２８７　４） （０．１７４　１）

ｎｙｓｃｌ（ｃｓｈｉｔ≥β１） －５．１０１　３ －２．２０２　８　 ０．４５９　７　 ０．１６０　０
（４．７９４　５） （２．０４３　７） （３．７１７　３） （１．５３０　４）

　　 注：（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差；（２）＊、＊＊、＊＊＊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三）农业生产率、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
与前一致，在对公式 （１３）进行检验之前，本文先对门槛模型的形式进行检验以确定门槛值，

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法模拟似然比统计量２　０００次，得出门槛值和相关统计量 （如表５所示）。表５中
同样由上至下分别罗列了检验时不含控制变量和包含控制变量的门槛值和相关统计量，所有的估计
结果均显著，通过了门槛效应检验。依据表５得到的门槛值，本文对公式 （１３）进行检验 （如表６
所示）。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同样仅罗列了农业生产率的衡量变量———劳均农业增加值、劳均农业
总产值和劳均粮食产量的系数值和相关变量。表６前两列的检验中不含控制变量，后两列的检验中
包含控制变量，因此着重关注后两列的系数值。表６中各系数值的符号和显著性皆符合之前的理论
假说，即当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水平超过临界值时，当期农业生产率提升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为
正，反之不为正。关于信息网络技术对农业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选择的影响，本文认为与城市规模
对农业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选择的影响有某些相似之处。关于控制变量的系数，不再赘述。

表５　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值 Ｆ值 Ｐ值 １０％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临界值

不含控制变量 劳均农业增加值 单门槛检验 ０．２８１　５　 ７．０２９　７　 ０．０２９　５　 ２．１４６　５　 ４．３６８　３　 １１．８１５　７
劳均农业总产值 单门槛检验 ０．２８１　５　 ９．７４０　９　 ０．０１７　０　 ２．２５０　９　 ４．３９１　８　 １４．６５３　４

含控制变量 劳均农业增加值 单门槛检验 ０．２８１　５　 ４．４４２　０　 ０．０５１　０　 ２．４６１　１　 ４．４５２　９　 １１．２６０　２
劳均农业总产值 单门槛检验 ０．２８１　５　 ７．７５２　０　 ０．０２３　５　 ２．０３２　８　 ３．８８１　２　 １４．１３５　８

　　 注：Ｐ值和临界值均为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助法重复抽样２　０００次得到的结果。

表６　门槛回归结果

门槛区间

（１）

劳均农业增加值

（２）

劳均农业总产值

（３）

劳均农业增加值

（４）

劳均农业总产值

不含控制变量 含控制变量

ｎｙｓｃｌ（ｘｘｊｓｉｔ＜γ１） －０．４７２　５ －０．６１６　１＊ －０．９７７　５＊ －０．８５６　６
（０．３２９　２） （０．３２５　０） （０．５６２　２） （０．５１８　０）

ｎｙｓｃｌ（ｘｘｊｓｉｔ≥γ１） ２．６３４　７＊＊ １．３３７　７＊＊ ２．４８４　９＊＊ １．３０３　４＊＊

（０．４８４　２） （０．１８０　４） （０．５１８　９） （０．２４８　４）

　　 注：（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差；（２）＊、＊＊、＊＊＊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的方法为选择一个新的衡量农业生产率的变量———劳均农林牧副增加值，即用农林

牧副增加值除以乡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得到劳均农林牧副增加值，单位是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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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农业生产率提升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以劳均农林牧副增加值衡量农业生产率）

劳均农林牧副增加值

ｎｙｓｃｌ －０．７３３　６＊ （０．４０３　７）

ｈｊ　 １．９６１　８＊＊＊ （０．６５０　８）

ｇｄｐｚｚ　 ０．５０７　２＊ （０．２６４　６）

ｚｆｊｒ　 ０．４７０　２ （３．９５９　０）

截距项 ３．４００　０＊＊＊ （１．０３６　７）

Ｎ ２９９
Ｒ２　 ０．０３３　０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６．７４

　　注：（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差；（２）＊、＊＊、＊＊＊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对公式 （１１）进行再一次检验 （如表７所
示）。表７中ｎｙｓｃｌ的系数值在１０％的水平上显
著为负，符合之前的理论假说。关于控制变量的
系数值，不再赘述。表８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法模
拟似然比统计量２　０００次，得出门槛值和相关统
计量。表８中由上至下分别罗列了检验时不含控
制变量和包含控制变量的门槛值和相关统计量，
所有的估计结果均显著，通过了门槛效应检验。
表９展示了对公式 （１２）和公式 （１３）进行回归
的检验结果，所有系数值的显著性和符号均符合
之前的假说。由此证明计量结果是稳健的，进一
步印证了本文的假说。

表８　门槛效应检验 （以劳均农林牧副增加值衡量农业生产率）

门槛值 Ｆ值 Ｐ值 １０％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临界值
不含控制变量 城市化 单门槛检验 ７３．８７　 １４．７４８　９　０．００８　０　 ２．２８４　７　 ４．１９９　４　 １２．２４１　４

信息网络技术 单门槛检验 ０．２８１　５　８．９１０　７　０．０２０　５　 ２．３５１　７　 ４．６１９　１　 １２．６５５　８
含控制变量 城市化 单门槛检验 ７３．８７　 ８．７０７　２　０．０１２　５　 ２．５５８　１　 ３．９９７　３　 ９．５５９　４

信息网络技术 单门槛检验 ０．２８１　５　５．７８４　１　０．０３０　５　 ２．３１５　４　 ４．０４７　３　 １０．８３２　１

　 　注：Ｐ值和临界值均为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助法重复抽样２　０００次得到的结果。

表９　门槛回归结果 （以劳均农林牧副增加值衡量农业生产率）

门槛区间

城市化

（１）

不含控制变量

（２）

含控制变量

门槛区间

信息网络技术

（１）

不含控制变量

（２）

含控制变量

ｎｙｓｃｌ（ｃｓｈｉｔ＜β１） ０．２７４　８＊ ０．４３２　０＊＊ ｎｙｓｃｌ（ｘｘｊｓｉｔ＜γ１） －０．１１７　４ －０．４３１　６
（０．１５９　５） （０．１９３　７） （０．２０８　１） （０．２８０　３）

ｎｙｓｃｌ（ｃｓｈｉｔ≥β１） －２．９９１　２　 ０．３３５　５　 ｎｙｓｃｌ（ｘｘｊｓｉｔ≥γ１） １．５１１　２＊＊ １．４５４　４＊＊

（２．７５３　２） （２．１５９　１） （０．３１１　１） （０．３０５　７）

　 　注：（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差；（２）＊、＊＊、＊＊＊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一般均衡模型，研
究农业生产率、城市化、信息网络技术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当期农
业生产率的提升不利于当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但是规模适度的城市化水平和较高发展水平的信息
网络技术会降低农业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的机会成本，促使其尽可能提升自身素质，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当期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反而不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情况。相比于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某些
弊端和限制，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较少，因此对于后发地区来讲，可以通过提高本
地区的信息网络技术水平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根据本文的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其一，认清城市化在农业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时的作用。农业生产率提升，释放的农业劳动力
涌入城市，此时应当根据城市规模采取相应的入城政策，对于规模达到门槛值的城市，应当限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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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劳动力的入城。对于规模尚未达到门槛值的城市，农业劳动力的初始素质虽然较低，但是其自身
含有蓬勃的潜力，入城有助于激发其潜能，采取限制农业劳动力入城的策略不利于本地区制造业的
转型升级。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尚未达到门槛值，对于这部分地区而言，当前的城
市化政策不是盲目限制低素质农业劳动力的入城，而是合理引导这部分农业劳动力的入城。陆铭
等［４８］指出顺应市场规律的城市规模扩张能够使低技能劳动力受益更多，本文也发现低素质农业劳
动力入城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素质，对于所在城市而言也是利大于弊。因此对于这部分地区而言，一
方面要制定合理引导农业劳动力入城的政策，比如探索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进措施，降低
本地区农业劳动力入城的阻力，进一步扩大本地区城市规模，提高城市化水平；另一方面，对于入
城的原农业劳动力，要充分发挥城市化提升其自身素质的作用。
其二，深化信息网络技术对农业生产率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的认知。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信息网络技术对经济社会施加的影响随着用户规模等因素的扩大而产生几何级数的扩大。由前述
分析可知，在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前一个阶段的信息网络技术水平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率提
升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此时决策者应当认识到信息网络技术积极作用的产生是需要一定
用户规模为基础的，要继续扶持本地区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此外，决策者还应当将信息网络技术
和城市化结合起来，通过智慧型城市的建设，一方面发挥城市化在制造业动力机制转换过程中的积
极作用；另一方面让信息网络技术通过借助城市众多人口，快速积累用户来更快地产生更大的作
用，并通过降低信息传输成本、增加信息传输距离实现城市规模的实质性扩大，同时降低城市规模
的负效应。
其三，政府应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培训。政府可以在农业劳动力入城之前即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

培训。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释放出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产生新的 “人口红利”；另一方面，
有助于农业劳动力入城后尽快加入到新行业中去，减少由于农业劳动力达到更高素质的时滞和短暂不
匹配带来的待业人数，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和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更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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